
一　打倒「文言文」作為
改造社會的中心內容

縱觀國際近代文化史，從語言文

化層面作為改造整個社會的突破點似很

少見。二十世紀伊始，第一批以國際文

化思潮的視野來反省中國文化的仁人志

士和賢達們，卻把社會變革和文字的

改革及文體的更新聯繫得那麼緊密，

以致於提出欲求社會進步，必然要先

打倒漢字、廢除文言文的主張。

一篇發表於1901年題為〈論白話

為維新之本〉的文章寫道：「有文字有

智民，而中國獨為有文字而無智民。

何也？文言文之過也。」因為文言必

以「古人言語與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

之，於是文與言判然為二。一人之

身，而手口異目，實為二千年來文字

一大厄」，結果造成「愈工於文言者，

其受困愈甚」。反之，一旦以白話代

文言，「一曰省目力、二曰除矯氣、

三曰免枉讀、四曰保聖教、五曰便幼

學、六曰練心力、七曰少棄才、八曰

便貧民」。「由斯言之，愚天下之言

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

若。」11903年，《中國白話報》上發

表了白話道人（林懈）的文章，把推廣

白話看成是振興國家和民族的最重要

途徑，由此「個個明白、個個增進學

問，增進識見，那中國自強就有希望

了」2。1907年，一篇題為〈「好古」〉

的文章發於《新世紀》第24期上，作者

署名「民」，直接把革命和文言對立起

來，因為革命之第一步就在於破除「好

古之成見」3。

從理論的詳贍程度和批判的尖銳

性來看，瞿秋白的〈論中國文學革命〉

一文，無疑是聲討文言文的代表作。

他說：「漢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話

文』——現代中國文（就是完全用白話

的中國文學）就一天不能夠徹底的建

立起來。」因此，他反對趙元任等人

制訂的以北京官話為核心的「古今合

璧」的拼音方案，認為這仍然不能擺

脫傳統的束縛，無法從心理上徹底劃

清與傳統的牽連，唯有一種真正拼寫

白話的新文字才可能把「鬼話」——文

言文驅到「鬼門關j去」。因為唯有這

種文字會隨生活的變遷而變遷，「組

成成功適合於一般社會的新生活的語

言形式」4。

對此，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非

白話文運動的文化針對性

與崇古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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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啟發意義，他試圖以白話文學促

進「文言文」的破產，並以人們口頭的

活語言創造新時代。他認為當時的文

學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就是由於缺

乏一個自覺的革命運動。胡適說：

「簡單說來，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

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

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

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學工具的革

新，後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

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

這兩個中心思想的j面。」因為前此

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

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

活文學」。於是，他斬釘截鐵地說：

「中國要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

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5

接下去，我們可以說，白話和現實生

活不可分，只有廢除「文言文」才能真

正建立這種新型的文學。

我們從這些引述中可以鮮明地看

到這樣的傾向：漢字以及漢字綴成的

文本——文言文總是把人們囿限於過

去、囿限於傳統的「死靈魂」的浸潤之

中，而創製白話文及符合口語特點的

新型拼音文字便可以把文字及文體中

介的文化內涵緊繫於當代的社會生

活。那麼，據此我們提出的正好是這

個問題：文言文何以具有這種把人們

緊繫於「死靈魂」的力量？或者，換一

種提法：文言文既然如此腐朽且又不

符合歷史和人的現實生活原則，為甚

麼竟然能夠生存兩千多年呢？

二　書面語的共同特徵和
文言文的文化功能

本世紀初期有不少學者總是把漢

字與口語之間的距離看成是中國獨有

的，因而以為只要把漢語拼音化即可

解決「文」與「言」的矛盾，實質上這是

任何一種書面語都有的矛盾。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說：書寫形式與語言總是發生矛盾，

原因在於：（1）語言不斷發展，文字

卻停滯不前；（2）民族之間的字母的

借用，造成了「兩個字母表示一個聲

音」。經過較漫長的時間演變之後，

「文字遮掩住了語言的面貌，文字不

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種假裝」。從

而，「文字越不是表示它所應該表現

的語言，人們把它當作基礎的傾向就

越是增強；語法學家老是要大家注意

書寫的形式」6。

索緒爾說的這種情況具有普遍

性。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主要建

立在書面語上，而不適宜於口頭閱

讀，「與此同時，口語推進了它自身

的句式，其作用完全異於書面語」。

但那時的作者還沒有認識到口語和書

面語的極大不同。文字的保守性也同

樣體現在英語中。「英語的發音持續

變化*，但是我們有理由假設說拼寫

不是緊跟*變化而變化。」7法語也

依然有這種情況8 。所以，赫爾德

（Johann G. Herder）說：「口語不可能

還原為二十幾個字母。書面語不等於

口頭語，在口語中，有許多音是文字

拼不出來的。這樣，從文字與語音的

關係上說，二者總是存在分離的趨

向。」9

舉上述諸例皆在於證明：文字與

語言的悖離非獨漢字為然，只是因為

漢字的非表音性為生成文言文這種特

殊文體提供了條件和基礎。所以，僅

僅停留在這個層面論證中國人的生活

落後和文化落後，並且把這個罪責加

在漢字的頭上，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的。如錢玄同為胡適的《嘗試集》所寫

胡適試圖以白話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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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把口說與手寫判為二途的產物bk；

甚至還有人說，它是「勞心者的專門

工作」造成的社會後果bl。

我們只要反問一下：假如沒有一

種強大的文化價值的支撐，一種綿綿

延續幾千年而幾乎變化甚微的中介文

化的形式可能嗎？反之，即使文言文

的確是漢字悖離必須服從語言的原則

的極端表現，那麼其中必有合目性的

文化價值的緣由在其中。這種價值是

甚麼呢？

阮元《文言說》曰：「古人以簡策

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

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

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必寡其

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

誦，無能增改。」這是從語用功能上

來論說文言的形成。

郭紹虞認為，文言之形成乃由於

「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時代，不易使

語言統一，卻易奏同文的實效。文字

既同，於是容易保存雅言，容易保存

古語，而無形中遂使筆底的文辭與口

頭的語言日漸距離而有所謂語體與文

體的分別，易言之，即是現行語體與

古代語體的分別」bm。這同樣是從語用

功能上來看文言的形成。

站在當今語言文化學的角度來

看，上述觀點不免略顯質樸和粗疏。

從語用功能和語言作為主流文化的

承載工具來說，文言文的形成正好是

對漢字傳遞、承介漢文化的獨特性質

的文化功能開拓的結果，它雖然在

一定程度上有悖於「文字是符號的

符號」，但卻以傳承文化的強大力量

作為功能上的補償。正因此，它才會

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以致延續兩千

多年！

從社會交流的過程所形成的方言

圖I和圖II表明同種語言內方言之

間的兩種典型關係。圖I表明兩種方言

之間的「斷裂層」，假如使用「字隨音

轉」的拼音文字就會促使其間的「斷裂

層」更趨疏遠。圖II是指同一種語言內

各種方言交流以某一方言為中心所形

成的「標準語」bn，這在所有語言中都

是相同的，但由於漢字的特點所造成

的結果，使漢語具有獨特的性質，這

賦予漢文化以非常強大的傳遞功能。

文言文便是這種功能的形式化。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說：

「不同的社會關係的形式通過影響具

體計劃的實施過程而衍生出完全不同

的語言系統和語言代碼。這些相異的

言語系統和代碼是為了言說者的聯繫

及關係的目的而創製的。言說者的經

驗可以由這些相異的言語系統的重要

程度和相關性被加以強化。」「因為學

會一種特殊的規約性的代碼即是把一

種社會結構通過語言擁有的過程轉化

成為他的根本經驗基礎。」不僅如

此，「通過這種代碼的特殊形式，把

和雅言的轉化關係，很容易證明上述

的論點。請看下圖：

I 同種語言內兩種方言之關係

社會方言

或

方言（B）

社會方言

或

方言（A）

社會方言

或

方言（B）

社會方言

或

方言（A）

II 同種方言之間形成的雅語區

(陰影部分)

文言文的形成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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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強大力量作為

功能上的補償。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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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凝聚的經驗強化言說者與社會同一

化」bo。文言文恰好是這種作為社會同

一化的最佳選擇。

我們可以把圖II的陰影部分看成

是「雅言」的構成區域，但這個區域的

語音不可能為其他區域所接受。雖然

能有一定的、被全體民族視為標準的

「雅音」，但它在古代的傳播形式上仍

是十分有限的，不過，能把這種有限

的傳播發揮到極限的便是漢字，這是

由於它捨去了與語音的不可分性，從

而為別的地域的人們作為「特殊言語」

提供了可能。把這種「可能」發揮到最

極限的強化功能就是從現實語言的言

說中「懸置」起來，形成所謂的「書齋

語言」。正如伊斯特林（V.A. Istrin）所

說，漢字「具有國際性質，和語音沒

有直接關係」bp，從而為中國人提供了

最好的文化傳遞形式。文言文以「書

齋代碼」的「特殊約定」構成一個懸置

於各種方言區域言說之上的「語篇世

界」，它不僅可以在上圖II的陰影部分

流轉，更可以在圖I之斷裂的情況下傳

遞。先秦之時，雖然七國各有自己的

文字，史籍記載多說到各地發音的差

異，但鮮有言及文字的不可通。這表

明，雖然華夏大地的眾多民族各有其

俗，但對接受漢字這種形式並沒有排

斥力。到秦始皇廢除六國文字，獨以

秦文為準，不過是對圖II的陰影部分

的功能自覺化而已。在古代，要求普

天之下同聲是不可能的，但要求同文

不僅是現實的，也是可能的。因為漢

字所謂的「國際性質」，正如阿拉伯的

數字符號一樣，對所有民族的意義都

是一致的，但每一民族都可以以其自

身的習慣讀音去言說它。文言文不過

是在言說之上又推進一步，讓豐富的

文化傳統和民族將價值形式及內涵賦

予社會中的個體。

三　文言文生長的社會機制

文言文若要得到發展，除了從漢

字特點所提供的基礎以外，還必須有

一系列外在機制的保護。也就是說，

漢字內部之性質轉化成為社會的文化

運轉的結果還得有賴於一個整體的生

長環境。只有如此，這種特殊的「代

碼」才能在書齋j懸置起來，也才可

能長久地一代又一代地以此種形式把

文化傳統生成為社會個體的心理現

實。

具體說來，這個整體的生長環

境，體現為這樣幾個強化機制：

第一，注、疏、箋對文言文生成

的作用。

今天，許多搞漢語史研究的學者

一方面肯定漢語的特殊性，同時又按

西方人的語言與文字的模式進行概

括，比如與西語相比，漢語無論在語

法、詞彙、語音時間變遷的落差都要

小得多。殊不知，這正可視為由文言

文的中介形式對文化傳統的懸置造成

的結果。中國古代的注、疏、箋、傳

等等方式，均可看作是進行這種懸置

並因此生成共時文化傳統的積極的文

化實踐，即把由經書中介的文化道統

從時間的流轉過程中提取出來，保持

其本來面目。而實際的後果是：這種

種行為既把久遠的道統本真地搬到即

時性的社會生活中，又使這些道統隔

開了生活情境的變遷所造成的「誤

讀」，以讓後人總是面對最本真的文

化精義。因此，中國古人的注、疏、

傳、箋不光是注書，而是一項空前的

文化傳承的歷史任務。

劉熙《釋名》云：「傳，傳也，以

傳示後人也。」「傳」是轉呈、流動的

意思。郭璞《爾雅序》亦云：「夫《爾

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ö詩人

中國古代的注、疏、

箋、傳等等方式，既

把久遠的道統本真地

搬到即時性的社會生

活中，又使這些道統

隔開了生活情境的變

遷所造成的「誤讀」，

以讓後人總是面對最

本真的文化精義。因

此，這種種行為不光

是注書，而是一項空

前的文化傳承的歷史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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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

鍵。」邢昺疏云：「詁，古也，通古今

之言使人知也。訓，道也，道物之貌

以告人也。指歸，謂指意歸鄉也。言

此書所以通暢古今之言，訓道百物之

貌，使人知其指意歸鄉也。」因此，

人們訓釋《爾雅》的中心，便在於這種

「指意歸鄉」，以使古與今由這種「訓

釋」而共融一體。其實這種把「古」轉

呈為「今」的生命觀由來已久。《商

書．說命》云：「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歸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傳》解釋

云：「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

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能以長世，

非說所聞。」《詩．大雅．烝民》云：

「仲山甫之德，柔嘉為則，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化是

力。」《國語．周語》云：「賦事行刑，

必向於遺訓，而資於故實。」原來，

這種傳述故訓的根本目的在於轉化為

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狀態。《說文解

字．言部》之說可為證：「訓，說教

也。」「詁，訓詁也。」段玉裁注云：

「訓詁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

謂詁。」難怪劉知幾《史通》會有以下

精辟的論述：「傳者，轉也，轉受於

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於

是「古」與「今」便以漢字為媒介給「懸

置」起來了，以「書齋語」（文言文）的

「話語」（discourse）方式言說於每個面

對它的人。

把中國古代的這種釋義和西方的

解釋學（Hermeneutics）對經文的釋義

觀相對比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在施萊

爾馬赫（Friederich Schleiermacher）之

前，西方人對《聖經》經文的字面意義

和原義的訓釋總是難以確立其有效

性，因此有The Tower of Babel之說。

路德（Martin Luther）為了適應自己進

行宗教改革的需要，提出所謂的聖經

自解原則（das Schriftprinzip），亦即字

面即有明確的「文字意義」（s e n s u s

literalis ）bq。就是說，從語言學的角度

來看，拼音文字雖然可以很容易由文

字形體的演變探清語音發展的準確過

程，但卻難以找到語義變化的邏輯軌

Z，因此，追溯詞源上的本義和接近

不了本義便構成了這種行為的矛盾br。

施萊爾馬赫對解釋學的重要貢獻，在

於把心理學引入釋經活動中。由此，

他便把傳統的語法學解釋技巧和他的

心理學解釋技巧結合起來，從字面意

義和解釋者的體驗，即「轉換成他人」

來「作為創作組織點的『原始決定』

（Keimentschluss）為出發點的『重新

構造』（Nachkonstruktion）」來追溯原

義bs。而這些問題，對中國古代的注

疏家、小學家以及士人醇儒來說，根

本就不成為問題。不論是古文經學還

是今文經學，都把根紮在古聖賢的格

言和訓誡之中。古文經學總是力求告

誡人的最本真的原義，絕對不存在一

絲一毫的疑慮。小學之所以一直是經

學的附庸，也正在於承擔這項偉大的

歷史使命。今文經學雖然追溯「微言

大義」，但同樣是把根紮在古聖賢的

遺訓之中。不同的在於：前者是以疏

通文字自身演變的關係來傳遞經義，

後者是以字面的邏輯意義放大成為現

實社會的人生意義和思想意義（比如

《公羊傳》和《穀梁傳》）。因此，二者

在轉呈共時文化傳統的過程中，目的

都是一樣的。不論是宋朝的朱熹、陸

象山，還是清朝的顧炎武、戴震、段

玉裁，他們心中的「道」處於同一視

界，他們傳道的終點也同樣落實在一

個視點——以古化今。這是文言文生

存的強大社會力量。馮友蘭曾說中國

不論是古文經學還是

今文經學，都把根紮

在古聖賢的格言和訓

誡之中。不同的在

於：前者是以文字自

身的演變的關係的疏

通來傳遞經義，後者

是以字面的邏輯意義

放大成為現實社會的

人生意義和思想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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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學沒有中古、近古之分，因為

自漢至清，無不是以依傍古人之名

「以發布其所見」bt。實際上，這正是

文言文造成的文化後果，用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的話說，就是自我

皆被文言文所言說。

第二，字書韻書的編撰對文言文

懸置文化傳統的作用ck。

如果說，中國古代的注、疏、

箋、傳等傳遞文化道統的方式是偶然

的，還沒有從學理的角度來加以認識

的話，那麼，字書韻書的編撰卻可以

說是對這種「懸置」方式的理性自覺並

付諸實踐。這體現在字書韻書編撰的

三個目的之上：其一，字書韻書總是

和釋經密切相關：殷孟倫曾詳細考證

《爾雅》和十二經的關係，指出兩者共

有詞語約3,585個，彼此發生關聯的

單字有12,185個cl。由此可見它在傳遞

經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王念孫在

《廣雅疏證．自序》說，張揖編撰《廣

雅》的根本意義，正在於「蓋周秦兩漢

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

逸不傳者，可藉以窺其端緒」。

其二：編字書韻書之正字和正音

對文言文的強化作用。陸法言編《切

韻》即本於此種目的，其「序」云：「魏

晉以降，韻書螽出。各依土風，遞相

非笑。隋既統一，陸爽、劉臻、顏

介、蕭該等，嘗欲折衷南北，免其乖

至。於是陸詞述其父執之議，論定南

北是非，古今通塞，捃選精切，除削

疏緩。」正因此，他的《切韻》並非以

口語為對象，而是綜合了古音及方音

的一部韻書cm。在韻部的劃分上，以

當時口語不能分別，即使是最有勢力

的方言（如當時洛陽話），他也唯古是

從cn。到唐代，對音韻的掌握列入科

舉考試。語音各異，何以為準呢？那

只有以國家的方式頒布韻書以為作詩

作文的楷式，這又在客觀上強化了人

們崇尚古音的社會心理和習慣。

其三，文言文的傳遞功能還離不

開代代碩儒的字書韻書編撰。比如

《爾雅》，王國維說是為「通雅俗古今

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謂之釋，釋雅

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不知者，

知其俗名，斯知雅也。聞古名而不知

者，斯知今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

今同名，或此有而彼無者，名不足

以相釋，則以其形釋之」co。因此「通」

之謂即是把時間空間上的流轉溝通起

來。《方言》的目標更明確，集中在通

語和方言俗語的對應性上，比如秦晉

齊楚宋魯陳É燕等同一語義的字詞而

以通語加以釋義，一方面劃定了特定

語詞與特定地區的語義內涵，另一方

面又標明方言俗語和通語的轉折關

係，從而在微觀環節上深化了文化傳

統的懸置和傳遞。因此，後人研究方

音俗語，無不是以追求經義的原始為

指歸，直至章炳麟編《新方言》，也同

樣是如此。

第三，小學家的歷史使命感對文

言文懸置的作用。

中國古代小學家對文字研究的熱

誠不能歸諸個人的愛好，而應看成是

某種文化母題的深層作用使之然，即

共時文化傳統的積極建構。許慎《說

文解字．序》說：「《易經》：『夬，揚

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

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意

者。」段玉裁注曰：「能文者則祿加

之。」王筠《說文句讀》解釋得更明

白：「文字可以居德者，多識前言住

行以畜其德也，可以明忌者，令行禁

止之意。」「能文」和以文化道統規約

自身，乃至規約整個社會的人生行為

都密切相關，所以說：「文字者，經

藝之本，王政之始。」戴震說：「識字

中國古代小學家對文

字研究的熱誠不能歸

諸個人的愛好，而應

看成是某種文化母題

的深層作用使之然，

即共時文化傳統的積

極建構。這正是召喚

無數巨儒皓首於此的

文化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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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不明此理，譏訓詁之學，輕語言

文字，是欲渡江欲登高而無階梯

也。」cp如是說者不勝枚舉，目的均在

於由「通經」而使人人可以進入經義模塑

的人格理想，為了達此目的，唯有懸置

於社會生活流變之上的文言文可以最有

效地做到這一點。這正是召喚無數巨

儒皓首於此的文化魅力之所在。

四　幾點結論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本文開頭

提到的問題：現代文化革命之所以首

先從文言文和漢字開始，主要目的是

割斷與傳統的聯繫，把由文言文所懸

置起來的文化傳統的基礎從根子上抽

掉，返回到人們所生存的當即現實

中，徹底逆轉人們的緬古心理情結。

30年代展開的「大眾語」問題的文

化討論，要求廢除漢字者的主要理由

便是擺脫中國人的崇古心理。聞心的

〈大眾語運動的幾個問題〉，明確針對

的就是走出由文言文所承介的「崇古

情結」的束縛。他說，不能僅僅就文

言白話本身來爭論，要認識到大眾語

運動「一方面要破壞陳腐的語文形式

與所寄托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更要

利用新的語文工具傳播進步的文化意

識於大眾中間，所以運動必然包含兩

種主要任務：一是為大眾的教育而鬥

爭⋯⋯，再則是要改造中國文化」cq，

基本手段便是製造新文字。

魯迅尖銳的批駁由文言文及漢字

造成的「崇古情結」，他在〈答曹聚仁

先生論大眾語〉中說：「漢字和大眾，

是勢不兩立的。」cr在〈中國語文的新

生〉j又說：中國要生存，「首先必須

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

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

犧牲，就得犧牲掉文字」cs。針對文言

文的教化功能，郭沫若把新文字的創

製說成是「養成我們最高道德的最良

手段」ct。

結論便是：要振興中國文化，塑

造國民的全新意識和觀念，必須制訂

與老百姓口頭言說相一致的文字。於

是，現代文化革命之所以首先要針對

文言文及漢字，實質上潛含的是一個

破除中國人的傳統心理情結、重塑中

國人的現實人生取向的問題。為了最

終實現這個目的，廢除漢字、打倒文

言文勢在必行。於是，漢語拼音化即

等於大眾化、民主化、生活化、多元

化。也就是說，現代中國的文化革命

之所以首先從文言文及漢字開始，實

在於擺脫中國人的「崇古情結」的心理

束縛，從而才可能建立新型的、符合

時代特徵的新文化。這和中國人一直

崇尚以文化建設為先導的理想是相契

合的。

首先，就文言的被廢除，代之以

符合廣大民眾言說性質的拼音文字，

即潛含*由面對過去的生活觀和歷史

觀而轉向當代人們的現實生活，以擺

脫「言為文拘」的歷史謬誤，從而最徹

底地中斷文言文所承介的文化傳統的

影響。

其次，「言文一致」的漢語拼音化

將會帶來文化的普及，成為人民大眾

塑造自己、參與社會建設的有力工

具。文言文作為書齋j的「鬼話」和

「死魂靈」，也便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

的基礎。

再者，「言文一致」的拼音文字將

會減弱地域文化與國際文化交流的障

礙，那麼也必將帶來文化的多元主義，

那種由「文言文」的「死魂靈」所拋棄的

人的個性的傳統力量也將會被消除。

30年代展開的「大眾

語」問題的文化討

論，實質上潛含的是

一個破除中國人的傳

統心理情結、重塑中

國人的現實人生取向

的問題。為了最終實

現這個目的，廢除漢

字、打倒文言文勢在

必行。於是，漢語拼

音化即等於大眾化、

民主化、生活化、多

元化。這和中國人一

直崇尚以文化建設為

先導的理想是相契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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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三個方面集中到一個點上

便是：時刻運動*的社會生活、大眾

化和民眾的自主意識的提高及文化多

元主義，恰好是從根本上來消除文言

文這種活在書齋j的教化形式導致的

無視現實、盲目崇古、無視自我個體

價值的社會基礎。

今天看來，世紀初的那些早期文

化革命者，把文言文的罪責提到無以

復加的程度未免顯得幼稚，有些主張

（如廢除漢字）也表現了很大程度的烏

托邦性質。制訂拼音文字就一定會獲

得預期的結果嗎？事實證明非也。不

過，歷史的突進，往往必須是要「矯

枉過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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